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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引力熵模型的科技金融区域协同发展研究 

——以长三角地区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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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审计大学 金融学院 211815) 

【摘 要】：内容摘要:随着我国科技金融发展范式逐步向需求、市场、产业和竞争为导向转变,科技金融已不仅

仅被视为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工具,而已成为我国创新驱动发展的“牛鼻子”。本文在对科技金融概念

与特性系统梳理的基础上,从“投入—产出”两个维度三个方面构建科技金融区域发展评价指标体系,尝试利用引

力熵模型,通过对“科技金融区域发展指数”和“经济距离”内涵的界定,建立一个基于空间区域视角下的“科技

金融引力”模型;同时,运用该模型对长三角地区代表性城市的科技金融“引力值”进行测度,为该区域科技金融非

均衡发展现象提供一种新的分析视角,也为我国科技金融协同发展提出一些有益的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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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科技金融是“第一”与“核心”的共识。美国经济能够迅速摆脱2008 年次

贷危机的影响,德国经济在欧债危机中“一枝独秀”都离不开科技与金融的共同作用。然而,两国科技资源与金融资源相互作用

的同时,在空间分布上却保持了相对的独立性。例如,硅谷是全球公认的高科技产业集聚地,慕尼黑在 2015 年欧盟委员会联合研

究中心发布的旨在关注地区科技、国际化和网络化集聚程度的“欧洲信息与通信技术杰出中心”(The Atlas of ICT Activity In 

Europe)中排名第一;同时,2016年底发布的“新华·道琼斯国际金融中心发展指数报告”(IFCD Index)中纽约和法兰克福分列第

一和第八位
(1)
。与此相反,近年来我国科技产业与金融业往往表现出在一定区域内集聚并协同发展的趋势,例如,中关村和张江高

科技园区均是国内外知名的科技资源集聚地,同时,上海和北京在 IFCD Index(2016)分别位列第五和第九位。 

从 2006 年《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中最早提出科技创新创业,到 2011 年科技部联合“一行三会”发布《关

于印发促进科技和金融结合试点实施方案的通知》,确定全国包括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上海市、江苏省以及浙江省“杭

温湖甬”地区等16个区域为首批促进科技和金融结合试点地区,再到十八届三中全会把科技金融作为配置科技资源的重要手段,

显然,我国已经进入“创新驱动”助力经济增长的阶段,转型发展正在成为我国金融业“新常态”下的主旋律。在我国科技金融

发展第三个阶段(2006 年起)的十年间,科技金融由一个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工具,转变为创新驱动发展的“牛鼻子”。

其发展范式也逐步由供给、政府、技术和服务为导向,向需求、市场、产业和竞争为导向转变。然而,金融并不必然促进创新,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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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是异质的,不同的金融体系在促进创新方面具有不同的绩效。因此,在现有背景下,应对如何促进我国科技和金融资源结合,有

效支撑和引领区域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给予更多关注。 

2018 年 11 月 5 日,习总书记在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幕式上提出“将支持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并上升为国家战

略,着力落实新发展理念,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推进更高起点的深化改革和更高层次的对外开放”,那么,如何推动科技创新、培

育新的增长点?本文从产业协同集聚的视角分析长三角地区科技金融协同发展的态势,一方面深化科技金融产业的认知,有助于

把握科技金融发展的趋势、加深认识科技金融体系在区域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另一方面也便于对比分析长三角地区科技金融协同

发展水平,优化地区对科技金融的投入和提升我国区域科技金融的运行效率,并最终为地区发展科技金融的实践提供参考和建

议。 

二、文献综述 

(一)科技金融空间集聚与发展 

科技产业或金融业,单一产业集聚现象很早就有学者关注(例如,Malecki,1979;Davis,1990),魏守华等(2005)测算了我国区

域科技集聚能力,我国科技产业存在明显的自东向西、由南往北梯度分布的现象;部慧等(2014)认为我国金融业发展在局部具有

较为明显的辐射效应,并建立城市金融中心定位理论和指标体系,得出我国各城市的金融中心竞争力指数,但已有文献还没有关

于科技产业与金融业协同集聚问题的研究。 

从现有文献来看,学者们多是采用空间基尼系数(Spatial Gini coefficient)、赫芬达尔指数(HHI)、胡佛系数(Hoover 

coefficient)、区位熵指数(Locationquotient index)等测度单个产业空间集聚水平。虽然,Ellison 和 Glaeser(1997)构建了

E-G 指数,并用这一指标计算了两位数产业的集聚水平,但这一指标不能反映关联产业的集聚程度,即这一指标难以刻画多个产业

间集聚状况。之后,他们提出了考察多个产业间协同集聚的 E-G 修正指数,尽管有些学者运用该方法度量了产业间协同集聚程度

(例如,马国霞等,2007),并通过简化E-G指数测算了我国二三产业共同集聚水平(陈国亮等,2012),但目前该类指数在我国产业协

同集聚程度测算方面的应用还不充分。 

早在 1920 年,Marshall 就搭建了产业协同集聚影响因素的分析框架,且主要集中于制造产业。虽然从 20 世纪 70 年代开始,

服务经济理论开始与现实经济相结合,正如 Krugman(1991)在研究制造业集聚时都不同程度地关注过金融、保险等生产性服务

业,Cingano 等(2004)在研究产业间集聚的同时也考虑了服务业,但其研究只是关注地区经济结构(包括产业专业化、多样化、竞

争、企业平均规模和总的就业密度等)在产业方面的不同表征。 

(二)引力熵模型的国内外文献分析 

上世纪 40 年代,经济学家 Stewart 最早利用引力模型测算地理位置上两点的综合影响力(即潜力),由此建立了“潜力模

型”。在对城市距离研究的基础上,Stouffer(1940)提出中介机会的概念,认为距离衰减规律中的距离本身并不起什么作用,运动

随距离的增加而衰减是因为中介机会的增加。 

在引力模型应用方面,Djankov等(2002)使用引力模型评估了1987至 1996年 9个俄罗斯区域和14个苏联共和国之间的贸易

流;顾朝林,庞海峰(2008)运用引力矩阵和重力模型结合距离摩擦系数对中国城市体系进行了划分,并在此基础上研究了主要城

市间的空间联系状态和地方城市体系的极化作用;冀俊(2009)运用引力模型分析了广西中心城市与周边城市之间的引力强度,确

定了中心城市的辐射范围,得出了区域合作背景下可能形成的城市群。 

将引力模型与熵权法结合研究方面,黄炳康等(2000)以空间相互关系作为城市集聚效益的重要标志,使用经济作用联系矩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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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察成渝产业带内城市间的相互作用,并引入“经济熵”的概念对区域内的一体化关系、依存关系、互补关系及互促关系进行了

分析,找寻实质性经济联系背景下的城市发展方向。傅为忠等(2012)把熵值法和引力模型相结合,完成对技术创新强度的评价,并

依据构建的评价模型,对皖江城市带技术创新扩散的强度进行了测算。 

三、指标体系与模型构建 

(一)科技金融区域发展指标体系 

目前国内对科技金融的研究理论远远落后于实践,而关于其内涵的表述大致分为三类:强调科技与金融双向互动关系(赵昌

文,2009),从产业金融视角突出科技金融产业的界定(钱志新,2013),关注金融资源对科技创新支持的单向过程(李心丹

等,2013)。从国内目前关于科技金融实证分析的论文来看,很难对整个科技金融体系进行全面系统的分析,特别是对其评价指标

的选取和数值的测算更难以做到科学客观,而本文参考曹颢等(2011)对我国科技金融发展指数进行实证研究时采用的指标体系,

并在此基础上结合科技金融区域发展指标的可度量性、相对性和多角度性特征,分别从“投入—产出”两个层面,以企业或社会

个人为主体进行资源投入而得以支撑的科技金融发展指标,以政府等职能机构为支撑主体体现资源投入所形成的科技金融发展

指标,以及反映科技金融发展中成果产出绩效情况的指标,三个维度梳理科技金融区域发展评价指标体系,即自发性投入科技金

融发展指标、培育性投入科技金融发展指标和效率性产出科技金融发展指标,下设 9个二级指标,具体如表 1所示: 

表 1科技金融区域发展评价指标体系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计算方法 

 科技人力资源 C1 每万从业人员中 R&D 人员数（人/万人） 

自发性投入科技金融发展指标 企业支持力度 C2 企业 R&D经费占销售收入的比例（％） 

 风险保额比率 C3 科技风险保额/高新技术企业收入 

 财政支持力度 C4 政府科技拨款占财政支出的比重（％） 

培育性投入科技金融发展指.标 研发经费力度 C5 全祥会 R&-D 支出占 GDP的比例（％） 

 科技贷款力度 C6 科技贷款占银行中长期贷款的比重（％） 

 专利产出率 C7 专利申请授权量/研发经费支出 

效率性产出科技金融发展指标 出口产出率 C8 高新技术产出出口额/研发经费支出 

 技术市场成交率 C9 技术市场成交合同金额/研发经费支出 

 

科技人力资源、企业支持力度及风险保额比率三个指标属于自发性投入科技金融发展维度,其中在指标计算过程中科技活动

人员包括直接从事科技活动的人员和为科技活动提供直接服务的人员,科技风险保额是指区域内高新技术企业购买科技保险的

保费总额;在培育性投入科技金融发展维度,本文选用财政支持力度、研发经费力度和科技贷款力度三个指标来衡量培育性投入

科技金融发展情况,该类指标能充分反映区域内政府支持科技金融发展的强度,以及市场环境对科技金融发展的支持力度;效率

性产出科技金融指标维度包括专利产出率、出口产出率和科技市场成交率,在指标计算过程中专利申请授权量是指由专利局依据

专利法授予发明人和设计人对该项发明创造享有专有权的总数量,高技术产业出口额是指地区在出口贸易中高新技术产品的总

金额,技术市场成交合同金额是指在从事技术中介服务和技术商品经营活动的场所进行合同交易的总金额。 

(二)科技金融发展指数与引力熵模型 

为了保证结果的客观性和科学性,本文首先采用熵权法确定 9 个二级指标的权重值,进而求出各个地区的科技金融发展指数

值。由于上文建立的评价体系中所选取的 9 个二级指标单位不统一,需要先对原始数据进行极差化处理消除量纲的差异,得到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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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化后的数据 Xij(Xij 表示 i 个地区第 j 项指标的标准化值)。然后求出 Xij 在第 j 项指标中所占的比重值 fij,接着利用公式

,求出第 j 项指标的信息熵值,其中 m 表示评价对象个数,  ,当 fij=0 时,则定义

。最后根据公式(1): 

 

求出第 j项指标的权重值。如果某个指标的权重越大,说明该指标对综合评价结果影响越大,所包含的信息量越多。相反,如

果某个指标的权重越小,说明该指标所包含的信息量越小,对综合评价结果影响越小。然而该方法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例如,现

实中重要的指标其属性值的变异程度不一定大,从而导致该指标权重不一定高。为了更为客观地比较各样本地区科技金融发展梯

度,本文引入科技金融发展指数,由每个地区各指标的权重值与其标准值乘积之和得到该地区的科技金融发展指数

 

在此基础上将引力模型引入科技金融研究领域,构建区域科技金融引力模型如式(2)所示: 

 

其中,Iij表示区域i与区域j之间的科技金融引力值,Mi和Mj分别表示区域i和区域j的科技金融发展指数,dij表示区域i和

区域 j之间的经济距离。本文采用驾车行驶最短交通距离来衡量两地间的经济距离。 

四、实证分析 

目前,虽然长三角地区科技金融发展水平处于全国领先地位,但区域内各城市科技金融发展程度仍存在较大差异,这严重阻

碍了长三角经济圈的协同发展。因此,本文选择长三角地区典型城市进行科技金融区域协同发展研究具有一定的现实性和代表性,

其经验对中国其他地区科技金融发展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一)科技金融发展指数测算 

由于我国设立的首批促进科技和金融结合 16 个试点地区中上海市、江苏省以及浙江省“杭温湖甬”地区位列其中,因此本

文对长三角区域科技金融引力强度的测算采用长三角城市带 8个典型城市(上海、南京、无锡、苏州、常州、杭州、宁波和温州)2017

年的数据值,其主要来源于长三角地区两省一市的科技统计年鉴、长三角统计年鉴等。依据前文构建的科技金融区域发展评价指

标体系,利用熵值法确定指标权重,对各城市科技金融区域发展指数进行计算。采用极差化方法对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相关数据

及计算结果如表 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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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标准化处理后的数据 

 C1 C2 C3 C4 C5 C6 C7 C8 C9 

上海 0.2694 0.4021 1.0000 0.7176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南京 1.0000 0.5331 0.5467 0.4353 0.0000 0.4190 0.0533 0.2278 0.0317 

无锡 0.5270 L0000 0.3800 0.3706 0.6667 0.3503 0.1349 0.4826 0.6402 

苏州 0.6793 0.5269 0.3067 1.0000 0.1333 0.8165 0.6930 0.8263 0.2328 

常州 0.7589 0.8606 0.3000 0.5176 0.2000 0.2365 0.0000 0.0541 0.8201 

杭州 0.6156 0.4541 0.5467 0.1235 0.2333 0.3588 0.3340 0.4440 0.5238 

宁波 0.1989 0.2122 0.1000 0.1000 0.0667 0.0744 0.3936 0.0270 0.1005 

温州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111 0.0000 0.0523 0.0000 0.0000 

 

上述科技金融发展评价指标体系中除了科技人力资源(C1)指标,其他指标单位均为百分比。极差标准化后的数据能够将科技

人力资源指标与其他 8 项指标同度量化,消除单位对赋权造成的影响,保证权重的有效性。根据上文介绍的熵值法计算步骤确定

各指标的权重如表 3所示。 

表 3科技金融区域发展评价体系各项指标权重 

 培育性投入发展指标 自发性投入发展指标 效率性产出发展指标 

指标 

权重 

  Cl C2 C3 

0.0685 0.0657 0.0852 

  C4 C5 C6 

0.0984 0.1772 0.0986 

 C7 C8 C9 

0.1456 0.1375 0.1232 

 

从表 3可以看出,培育性投入科技金融发展指标维度中三个指标的权重相差不大,在所有的指标中占比较小,表明在其他因素

不变的情况下,科技人力资源(C1)、企业支持力度(C2)和风险保额比率(C3)对科技金融区域发展水平的影响较小。在自发性投入

科技金融发展指标维度下,研发经费力度指标(C5)的权重最高,达到 17.72%,因此长三角区域在科技金融协同发展的过程中,需关

注全社会 R&D 经费的投入力度,只有在良好科技金融市场环境作用下认识到科技研发的重要性并加大其投入,才能从根本上提高

科技金融区域发展水平;科技贷款力度的指标权重达到 9.86%,显然区域科技金融发展离不开银行的支持,现阶段科技金融的快速

发展仍依赖于科技贷款在银行中长期贷款中的比重。在效率性产出科技金融发展的相关指标中,专利产出率、出口产出率和技术

市场成交率所占比重较高,分别达到14.56%、13.75%和 12.32%,体现出科技金融区域发展过程中其资源投入的产出效率被视为科

技金融发展水平高低的重要考量因素。 

表 4长三角地区典型城市科技金融区域发展指数 

城市 上海 南京 无锡 苏州 常州 杭州 宁波 温州 

科技金融区域

发展指数 
0.8829 0.2773 0.4882 0.5530 0.3523 0.3817 0.1385 0.0096 

 

根据熵值法计算出长三角地区典型城市的科技金融区域发展指数如表 4所示。上海作为长三角地区的中心,其科技金融发展

程度最高,科技金融区域发展指数达到 0.8829。上海汇集大量的金融机构,拥有相对完备的金融市场体系,因此具有其他城市所不

具备的科技金融资源,其科技金融区域发展评价体系中大部分指标与其他城市相比都是最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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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内苏州市的科技金融发展处于领先水平,区域发展指数超过 0.5;无锡和常州的科技金融发展水平较为接近,科技金融

区域发展指数分别为 0.4882 和 0.3523;而南京市的科技金融发展水平最低,其科技金融区域发展指数仅为 0.2773。苏州拥有雄

厚的产业基础和良好的金融环境,为金融业跨越式发展提供了坚强支撑,其财政支持力度(C4)在几个城市中最高,说明政府高度

重视苏州市科技金融的发展,并为其投入大量的资金支持。南京市拥有较强的科技金融人力资源禀赋,其科技人力资源(C1)较为

丰富,但研发经费力度(C5)占比较低,而通过赋权计算结果发现,在科技金融区域发展指标中研发经费力度所占权重最大,所以南

京市的科技金融发展水平在区域内排名靠后。 

与上海和江苏相比,浙江省的科技金融发展还相对落后,杭州市科技金融区域发展指数在省内排名第一,但也只达到 0.3817。

本文选取的 8个城市中,温州市的科技金融区域发展指数仅为 0.0096,其科技金融发展水平远低于其他长三角城市。近年来,推动

温州生产力发展的重要力量是民营经济,其培育性投入的重点并不是科技金融,科技型中小企业的资金主要源于自有资金和民间

借贷,多项科技金融发展指标占比较低,这也是其发展科技金融过程中的障碍因素之一。 

(二)长三角区域科技金融的引力值分析 

如果将科技金融视为产业金融的分支,则其区域发展程度与该地区科技与金融资源的空间协同集聚密切相关,并具体表现在

以下四个方面:科技产业和金融产业的前后向关联性,产业间的知识外溢性,区域内的产业空间互动性,以及政府政策与制度因素

的影响。因此本文根据式(2),进一步利用引力模型,测度长三角地区城市间科技金融引力,如表 5所示。 

表 5长三角地区城市间科技金融引力测算结果 

 上海 南京 无锡 苏州 常州 杭州 宁波 

南京 0.9455 -      

无锡 8.0510 1.5299 -     

苏州 16.8038 1.1293 46.3414 -    

常州 3.3971 2.0773 21.4678 7.8756 -   

杭州 3.8177 0.4753 1.5732 2.8978 1.0714 -  

宁波 0.9107 0.0701 0.3270 0.5296 0.1758 0.7435 - 

温州 0.0140 0.0027 0.0069 0.0094 0.0042 0.0143 0.0063 

 

1.分布格局。 

根据引力熵模型,得出长三角地区典型城市组间的科技金融引力强度,如表 5所示。本文将28个城市组的科技金融引力状态

分为四类:高强度状态(引力测算值大于或等于 3.0)、较高强度状态(引力测算值介于1.0 与 3.0之间,包含 1.0)、较低强度状态

(引力测算值介于 0.2 与 1.0 之间,包含 0.2)和低强度状态(引力测算值小于 0.2)。上海—无锡、上海—苏州、无锡—苏州、无

锡—常州、苏州—常州这些城市组间的科技金融引力强度较大,上海—温州、南京—温州、无锡—温州、苏州—温州、常州—温

州、杭州—温州、宁波—温州城市组间的科技金融引力强度较小。上海作为中国现代金融中心,其科技金融发展对长三角区域其

他城市具有很强的辐射作用,具体结果如表 6所示。 

表 6长三角地区城市间科技金融引力强度大小分类 

 类别 城市组 

高强度 5.O≤Iij 上海一苏州 上海一无锡 无锡一苏州 无锡一常州 苏州一常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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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Iij＜5.0 上海一常州 上海一杭州    

较高强度 
1.5≤Iij＜3.0 南京一无锡 南京一常州 无锡一杭州 苏州一杭州  

1.0≤Iij＜1.5 南京一苏州 常州一杭州    

低强度 
0.5≤Iij＜1.0 上海一南京 上海一宁波 苏州一宁波 杭州一宁波  

0.2≤Iij＜0.5 南京一杭州 无锡一宁波    

 0.1≤Iij＜0.2 常州一宁波     

较低强度 0≤Iij＜0.1 
上海一温州 

杭州一温州 

南京一温州 

宁波一温州 
无锡一温州 苏州一温州 常州一温州 

 

2.层域划分。 

按照表 6 计算出的典型城市组科技金融综合引力强度,本文将长三角城市带区域科技金融发展中心分为三级:一级中心为上

海、无锡、苏州和常州,二级中心为南京和杭州,三级中心为宁波、温州。 

由以上分析可以看出,科技金融引力越强的城市对其经济腹地辐射能力越强。实证结果也表明,一方面长三角区域城市内部

的空间互动和城市间的空间联动确实有助于科技金融产业的协同集聚。其中城市内的空间互动能够节约该产业的运行成本,降低

科技产业的融资成本和金融产业的信息不对称成本,而城市间的空间互动效应更多体现在“干中学”效应和辐射效应,可以在一

定程度上缓解城市发展规模对科技金融产业协同集聚、匹配发展的限制,继而有效推动该产业在区域内的协同发展。另一方面,

我国把建设创新型国家作为面向未来的重大战略,科技作为第一生产力,金融作为第一推动力,政府加大投入推动科技金融产业

的协同发展,通过搭建平台、培育市场、改善环境等手段对该产业的协同集聚具有积极效应。从培育性投入科技金融发展指标来

看,一级中心城市上海、无锡、苏州和常州,政府对科技和金融的正面引导和助推效应更大,政府的服务意识更强,通过有吸引力

的政策支持和资金投入,能够促进地区内科技金融产业协同集聚的形成。而二级中心和三级中心城市该类影响相对较小,主要在

于这类地区第一产业占比仍然较高,金融产业与科技产业协同发展的氛围尚未形成,政府也缺乏相应意识,导致科技金融产业的

协同集聚度表现较低。 

五、结论与建议 

本文在厘清科技金融内涵表述及其特性的基础上,构建了科技金融区域发展评价指标体系,主要从科技金融资源“投入—产

出”方面分析了科技金融区域发展状况。在研究方法层面,熵值法作为一种客观赋权方法,用来计算科技金融区域发展指数,使得

本文对长三角地区科技金融发展状况的评价更为科学合理,避免了传统评价方法的主观性;采用引力模型,分析长三角地区科技

金融的联系可以发现:区域科技金融的发展与地区科技金融发展指数密切相关。科技金融发展水平越高、交通越便利的城市,地

区间科技金融发展关联性越强;科技金融发展水平越高的城市对其周围地区影响越大,辐射作用越明显。 

当前科技金融体系建设与发展的关键在于:保证以政府与市场利益关系为核心实现多方共赢。技术创新和金融资源的结合实

际上是相关主体之间的结合,并且最终体现在利益分配上。离开技术活动和金融活动的主体以及相关的利益实现机制,科技与金

融的有效结合不可能实现。科技金融体系建设与区域发展需要调动多方面的积极性,其中核心是如何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利益关

系。本文基于长三角地区科技金融协同集聚与发展的实证研究,提出以下几点促进区域科技金融可持续发展的政策建议: 

第一,有效弥补自身科技金融发展的短板。从长三角城市带 8 个典型城市的科技金融区域发展指数可以看出,每个城市在科

技金融发展中都有其自身的短板,其中研发经费力度对科技金融区域发展指数影响最大。因而以南京市为例,虽作为省会城市但

其自身科技金融区域发展指数过低,这严重限制了其在长三角地区科技金融发展中的影响力。因此南京应加强培育性科技金融资

源方面的投入强度,加大科技型中小企业的R&D经费投入力度,同时注重政府投入的引导作用和市场投入的主导作用的协调,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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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投入和市场投入之间的转换机制,从而全面兼顾不同市场参与主体的利益关系,特别是技术创新主体的高科技企业与各金融

机构之间的利益关系。 

第二,加快长三角地区多层次科技金融分中心的建设。从本文计算得到的科技金融引力熵模型测算结果可知,随着经济距离

的不断增大,科技金融发展引力衰减的现象越明显。虽然上海作为国际大都市,拥有雄厚的经济实力和强有力的经济集聚和扩散

能力,其科技金融区域发展指数最高,但对江浙两省较远城市的科技金融影响却不明显,因此应加强上海与长三角经济腹地的金

融合作。在此过程中,还要充分重视区域内金融机构的合作和融合,无论是对整个区域还是对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而言,流动和

整合都将带来金融聚集和扩张效应,进而将辐射作用发挥到最大。同时应强化长三角科技金融一级中心区域的辐射能力,充分发

挥无锡、苏州和常州的科技金融资源优势,同时优化南京、杭州二级中心的二次辐射功能,以带动宁波、温州这类三级中心的科

技金融发展,最终形成以上海为核心的多层次科技金融分中心协同发展。 

此外,强调科技金融协同发展的根本目的是为深入实施自主创新战略提供重要保障,重点在于必须坚持科技与金融结合的正

确方向,因此我国在建设科技与金融结合试点区域过程中还需明确科技金融区域发展方向。对于长三角地区科技金融引力强度不

同的城市组,应有不同的科技金融区域发展方向。对处于高强度状态的城市组,应积极发展科技金融项目共性平台,努力形成一个

互补联通的科技金融体系;对处于较低强度和低强度状态的城市组,应发挥各自比较优势,重点形成自身的科技金融体系。 

本文采用引力熵模型对长三角地区科技金融区域协同发展情况进行测算,但研究主要基于科技与传统金融资源相结合后产

生的科技金融发展潜力,而事实上随着我国互联网金融的迅猛发展,金融交易活动在很大程度上通过虚拟平台即可完成。因此,进

一步将传统金融与金融科技因素耦合以深化模型,更好地对我国科技金融区域协同发展进行分析,将是后续研究的重点与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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